
　　疫情在這幾年來席捲全球，疾病

風險不僅帶來健康與公衛的危機，同

時也形成社會的危機，影響我們周遭

的社會生活與人際關係，原先穿梭國

境之間的移工群體，這段時間面對著

不同面向上更嚴苛的管制措施，包括

邊界管控、移民治理，與日常生活中

的汙名化。本文根據我跟香港城市大

學 Yuk Wah Chan 教 授 合 編 於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 31(3)

出版的專刊（Chan & Lan, 2022），

我 們 以「 清 消 的 政 治（politics of 

sanitization）」作為分析的概念框架，

探討疫情期間，國家的防疫治理對移

工的生活造成的影響。這個概念架構

涵括四個面向的分析：空間與邊界的

清消、移工身體的汙名化、種族邊界

與國家身體的清消，以及社會成員資

格的重組。

空間與邊界的清消（sanitizing 
space and border）

　　疫情帶來的空間管理，最直接的就

是國家邊界的管控，這些管控需要面對

的是疫情帶來「陣發的脆弱性（sporadic 

precarity）」，即瞬息萬變又難以預測

的疫情，使染疫風險呈現斷斷續續、不

確定且易變化的樣貌。隨之而來突發

性的國家邊界封閉等管控措施，讓人

們快速的被迫離開，或被迫無法離開，

也就是項飆所說的 shock (im)mobilities

（Xiang & Sørensen, 2020）。

　　在臺灣，國家在疫情期間幾乎是

採納封閉國界的政策，除了少數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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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存有移動的意願，卻因為前述結

構因素無法遷移。

　　疫情期間，新的邊界管理技術與

形式也隨之出現。大家耳熟能詳的旅

遊泡泡（travel bubbles）、防疫通道

（corona corridors），都是疫情成為

新常態下例外性的空間創造，並為這

些新形式空間治理打造新的視覺想

像。此外，防疫旅館的入境隔離政策，

也是國家試圖創造一種特殊的時空監

禁狀態，期待外來的疫病風險會在此

種隔離的時空中獲得暫時性的緩解，

搭配電子手環、手機定位等電子圍籬

的科技物輔助，使得國家能進一步確

保邊界監控的效果。

 

外狀態如國際學生、外交人員，或

持有 ARC 居留證（Alien Residence 

Certificate）者，其餘外國人都無法

入境臺灣。當時雖然允許移工在持

有工作證的條件下進入國門，然而

各國大使館在這段時間都停止發放

簽證，使得移工無法實際跨國移動。

在此同時，各個移出國也開始關閉

國界，限制本國人民的向外移動。

此外，疫情造成全球航空業的機票

大漲，或是需要更繁瑣的轉乘路線，

都造成跨國移動成本的大幅上升，變

相增加移工的遷移困境。雙邊的邊界

管控與增加的成本門檻，形成許多

移工「非自願性不移動（involuntary 

immobility）」的困境，他們在主觀

圖 1：藍佩嘉（國立臺灣大學社會
學系）以視訊方式發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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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身體的汙名化（stigmatization 
and sanitizing migrants’ body）

　　早在疫情發生前，移工來臺前後

都需要進行身體檢查，顯示對於移

工身體的清消與管控始終存在，疫情

更強化了對移工身體的監控。舉例來

說，各國對 FDWs（foreign domestic 

workers，外籍幫傭∕外籍監護工）的

身體皆有進一步強化監控的手段：在

香港，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5 月期

間，FDWs 被強制要求進行新冠病毒

的檢測；在新加坡，FDWs 不被鼓勵

休假，甚至被要求待在雇主家中，政

府並在高風險時期於移工放假時的聚

集處，執行新冠檢測、確保社交距離

的維持。

　　為了防疫，我們都有回到家門先

清潔雙手、換洗衣物，甚至在家中四

處噴酒精消毒等，也就是微觀層次

上的家庭空間清消（sanitizing home 

space）作法。Chan 與 Piper（2022）

的香港研究指出，在雇傭 FDWs 的

家庭中，這些家庭空間的清消工作一

方面落在 FDWs 肩上，另一方面他

們卻經常被認為是風險來源本身。於

是，雇主對 FDWs 施予各式的限制

性控管，除了外出、放假等移動控

制，這些管控也存在於家戶之內，如

要求 FDWs 不能接近較脆弱的小孩

或老人。

　　移工會在他人眼中成為高風險的

來源，部分原因來自人們想像移工休

假外出時，參與大規模的社交活動，

從而可能高度曝險在疫病風險中。然

而，新冠肺炎的感染風險其實隨機散

布於各種類型、大小的活動之中，對

於移工社交生活的狹隘想像造就這樣

的風險評估，如香港的 NGO（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非政府組

織）受訪時，以「好像傳染只會發生

在星期天」來突顯荒謬之處（Chan & 

Piper, 2022）。而香港的例子最不幸

之處，是許多 FDWs 染疫時被雇主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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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雇主不容許移工在家隔離，她們

被迫離「家」、尋求 NGO 的收容。

　　除了 FDWs，工廠移工也因為居

住環境擁擠等原因，被視作高風險群

體。以新加坡的統計資料看來，居住

於大型宿舍的外籍移工，確實有著較

高的感染可能，但這並非基於移工的

族群或公民身份，而是肇因於居住空

間與工作環境的條件。臺灣在三級警

戒期間，苗栗被隔離或禁足的工廠移

工，便在臉書（Facebook）上張貼不

少照片來抗議其工作與生活空間太過

擁擠或侷促，難以維持社交距離。

種族邊界與國家身體的清消
（sanitizing ethnic borders and 
the national body）

　　除了移工，「外國人」作為一個

更大的集體，也可能面臨監管、控制

與汙名化。根據種族邊界劃分的清消

政治分野，將本國居民想像為乾淨且

健康的我群，外國人則會被視為不潔，

帶有潛在的疫病風險。

　　我們的專刊中有一篇論文探討日

本以種族界線作為清消界線的具體例

子（Vogt & Qin, 2022）。臺灣媒體很

常以「佛系防疫」來形容日本的防疫

政策，相比臺灣等其他國家，日本政

府較少使用懲罰、禁止性的強制政策

來進行防疫治理，而是強調自肅（じ

しゅく）的作用。藉由個人對己身行

為與活動的自律與守序，可以在國家

不強制介入的前提下達到某種程度的

有效防疫。

　　然而，這種自肅的能力與秉性，

經常被連結到關於種族特性的想像：

預設日本人有能力或習慣好好遵守規

矩，而外國人沒有這樣的自律能力，

導致較高的染疫風險。當時日本的社

交媒體上充斥著假消息，例如謠傳日

本的病例有一半以上是外國人造成。

當日裔巴西小孩就讀的學校爆發新一

波疫情時，日本家長要求巴西孩童不

得與自己的孩子同桌吃飯；日本的部

分保健中心發出指引，提醒日本居民

不要與外國人一同用餐，認為外國人

不愛洗手、不戴口罩等個人防疫舉措

不當；甚至有當地的餐廳與髮廊，明

確貼出告示說僅服務日本人，這些例

子再再彰顯種族想像如何形塑並區隔

日本人與外國人之間的清消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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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現象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可

見到，在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也

會循種族界線特別標記出某些群體：

中國人、華人，或是更廣義的亞洲人，

依著同樣的邏輯被看作疾病的帶原

者，成為當地居民眼中全球疫情蔓延

的代罪羔羊。

社會成員資格的重組
（reorganizing the borders 
of sanitization & social 
membership）

　　清消政治的第四個面向，是清消政

策可能帶來社會成員資格的重新組織，

有別於前面的討論聚焦在移工處境如何

於疫情中更為艱困，社會成員的納入可

能帶來對移工相對正面的影響。原因在

於，一個國家要達成有效的公衛治理，

需要網羅社會中的所有成員，而不能將

非公民身份的特定群體區分並排除在公

衛體系之外，從而達成整體性的清消

（sanitary whole）。

　　隨著疫情的開展，大部分的國家

皆提供外籍移工關於新冠疫苗的接種、

確診後治療等醫療的近用權利，不會

區分本國或外籍，或是有證及無證移

工。在南韓與香港，很早就開始為無

證移工提供疫苗接種計畫，以及免費

PCR（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聚合

酶鏈鎖反應）檢測，以納入、而非排

除等較為正面的政策來維持整體的清

消效果。Triandafyllidou（2022）提出

「居住身份權利（effective membership 

/ the right of abode）」的概念，指出這

段時間移工等非公民群體，某種程度

上取得以居住為基礎的身份權利，他

們作為居民可受到一定程度的權利保

障。但在公衛與醫療的福利之外，他

們多數時候仍然被排除於補貼政策之

外，例如其他具公民身份者可以請領

的失業補助、紓困津貼等經濟面補貼。

　　臺灣的案例（Lan, 2022）也顯

現對於無證移工的防疫政策方向的逐

步轉變。2020 年 2 月的疫情初期，

無證照護移工的確診案例，剛開始引

發社會對無證移工疫病風險的焦慮與

敵視，有些地方政府以圍堵「防疫破

口」之名，執行大規模掃蕩政策。同

年 4 月，移民署進行「失聯移工擴大

自行到案專案」，以不收容、不管

制、低罰緩為準則，期待無證移工自

行「投案」，使之納入可管控的風險

之中，然而政策執行下隔離安置空間

的不足、無證移工搭機回國管道有

限等收容困難下，政策效果並不彰。

2021 年 5 月，政策進一步放寬為「外

籍人士安心採檢專案計畫」，強調不

收費、不通報與不查處的原則，不論

有證與否皆可近用醫療服務的權利。

最大的轉變發生在 2021 年 12 月的

「逾期停（居）留外來人口安心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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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公費疫苗專案」，在全國

各地開設「周末移工疫苗站」，以全

額公費、不查處證件的方式，提供所

有無證移工使用防疫資源。正如同這

段時間時常使用的「同島一命」論述，

臺灣朝向整體性的公衛治理，將所有

移工納入防疫共同體的範圍內。

　　此外，移工作為社會中的「必要勞

動者（essential workers）」，也在這波

全球疫情間得到肯認，並取得議價能力

的提升。根據美國疾管局（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的定義：必要勞動者提供基礎性的勞動

與服務，社會仰賴他們才得以持續維持

日常生活的功能運作。一直以來，從事

照護工作、農業勞動的跨國移民都是各

國重要的必要勞動者，疫情期間更凸顯

他們的重要性，例如，德國與加拿大長

年仰賴東歐或墨西哥的農業移工，在收

成期間採收蔬菜；防疫造成國界關閉，

這兩國政府甚至以包機方式來運送墨

西哥與羅馬尼亞的勞動力，以完成季節

性的採收作業。

　　在臺灣，必要勞動者的角色與議

題，在疫情期間也受到社會關注；媒

體以聳動的「全臺大搶工」、「女傭

逃亡轉職潮」等浮誇標題來描繪外籍

監護工的缺工與轉職現象。由於移入

國與移出國雙邊關閉國界，造就新進

移工數量大為減少，同時，疫情期間

升高的全球晶片需求，讓國內半導體

等 IT（Information technology，資訊科

技）產業的訂單大增，對於勞動力的

需求更為提升，在供需失調的條件下，

圖 2：「清消的政
治：疫情危機、
遷移與性別」演
講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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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外籍家庭看護工轉換至製造業之各月人數統計

工廠開始願意招募缺乏相關經驗或技

能的監護工進行轉換。由於工廠的薪

資、休假與自由移動權利等勞動條件

都更為優越，許多監護工積極爭取轉

換到工廠，如圖 3 所顯示，在 2021 年

上半年確實有明顯的增加，其中又以

較年輕的菲律賓女性，更有機會爭取

到相關的流動機會。不過跨業別轉換

在三級緊戒期間被禁止，勞動部更在

之後頒布規定大幅限縮了可能性。

　　即便是過去被仲介描繪為「聽話、

順從」的印尼移工，也在疫情期間，

取得更多的議價籌碼。由於市場供需

狀況的轉變、跨行業轉換的機會增加，

照護工得以取得更多的協商能力與空

間，向雇主爭取更好的薪資回報等勞

動條件。

　　這些疫情帶來的勞動市場流動機

會與協商條件的改變，其實鑲嵌在

更長期的國際勞動市場狀況之中。早

在疫情開始前，跨國移工的勞動市場

即已顯現買方市場轉往賣方市場的趨

勢，早年由移入國仲介收取的高額仲

介規費等情形，在近幾年都開始調降

仲介費用，甚至以臺灣為例，臺灣端

在尋找跨國勞動力的單位，需要先支

付「買工費」，臺灣仲介才會開始去

國外尋找工人，這都與 2000 年代跨國

圖 3：外籍監護工轉換到製造業的人數統計。資料來源：勞動部未公布統計，由洪申翰立委辦公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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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市場運作時的光景完全有別。於

是，疫情對供給端的限縮，加速促成

此一進程，國內半導體製造業等需求

端的標準降低，提供更多的職涯流動

可能性，移工也如同前面所述樂於轉

換工作類型，並回過頭強化照護工的

協商籌碼。

被迫（不）移動的性別差異
（gender difference in shock (im)
mobilities）

　　最後，讓我聚焦性別的軸線，討

論疫情對不同性別的移工造成有差異

的影響。首先，勞動遷移職業分布的

性別化，讓男性、女性移工在疫情期

間面對不一樣的條件、議題與後果。

以菲律賓為例，疫情期間許多男性移

工被遣返，或是強迫性的要求他們

返國，原因在於他們所從事的工作

多半不被視為必要性勞動（essential 

work），這些受迫回到母國的男性移

工，會試圖尋求再次跨國遷移的機會，

以重新找回、宣稱自己被迫回國時受

損的男子氣概。相較之下，女性移工

的處境則完全不同，他們多是必要勞

動者，或屬於護理師等所謂前線勞工

（frontline workers），時常是作為對

抗疫情的第一線成員。

　　疫情帶來全球的公衛危機，染疫

人數的暴發加重醫療體系的負擔，

考驗醫療量能的酬載能力，更是讓第

一線的護理人員面對更嚴苛、高風

險的職場環境。以美國為例，疫情

期間，就有 20% 的醫療人員選擇離

開職場，肇因於醫療過程的高度壓

力、保護設備不足的風險，以及最

直接的傷害，也就是治療過程被感染

後的死亡風險，WHO（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世界衛生組織）的統

計資料即指出，已有超過 18,000 位

的醫療人員死於新冠肺炎之中。因

此，醫療體系的人員缺口，使許多國

家開始向國外招聘相關人員，OECD

（Organisa t 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經濟合作

暨發展組織）會員國中，有 16% 的護

理師就來自於境外移工，各國藉由向

國外開缺，以及調整並肯認外國醫療

證照等各式政策，試圖緩解國內醫療

體系的壓力。

　　另一方面，作為移出國的國家，

在這段時間同樣不希望國內的醫療從

業者向外國流動。同樣以菲律賓為

例，2020 年 4 月開始，菲律賓祭出暫

緩醫療照護工作者出國的限制，希望

將醫療人員留在本國，這項政策後來

調整為總量管制，明定每年跨國的醫

療移工人數上限為 5,000 人。同時，

國家的論述開始將護理師形容為「士

兵」，以疫情作為戰爭的隱喻，賦予

並要求護理師留任國內的抗疫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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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女性移工被迫困在家裡，

也有些移民女性受疫情所限而無法

返家。這群想要返家的女性，在國

界封閉與旅行限制的情況下，無法

順利返回母國。尤其當母國的家人

染疫生病時，自己無法及時在身邊

提供照顧，照護的道德責任（moral 

responsibility）或缺席的道德罪惡感

（moral guilt），成為這些困在海外

的移民女性們的心理重擔。Kempny

（2023）針對波蘭移民女性的研究，

就描繪出一群困在國外的移民女性，

如何試圖穿梭歐洲大陸返家，返家的

路途過程存在巨大的危險與挑戰。

結論：清消政治的持續與永續
政策的未來

　　短期來看，疫情的結束尚未到來，

國家的公衛治理與清消的政治還會持

續下去，藉由對清消政治的分析，我

們看見移工群體的處境如何在國界封

閉下改變，成為一群被嚴加監管、控

制與汙名的他者，並被種族化的劃界

過程賦予對他者的偏見，然而同樣的，

有效公衛治理的整體性的要求，也帶

來社會成員資格重組的契機，在一定

程度上加速、改變既有跨國遷移勞動

市場的不平等與協商權力。

　　在結論中，我想簡要指出三個需要

反思的方向。首先，國家在疫情期間的

公衛治理，反映了國家權力愈發明顯、

增強的趨勢，以防疫為名，或是由公衛

體系執行的強制性政策，是這個著重清

消時期的重要特徵，如此的國家權力運

作，是否會進一步的發展為以健康為名

的安全化（health securitization）過程，

例如中國這樣的典型例子，可以是後續

觀察的重點。其次，臺灣社會需要重新

思考移工政策的永續性。疫情彰顯出臺

灣缺（移）工的緊迫問題，我們長期依

賴全球照顧鏈（global care chains）來

外包公共的照顧責任，未來如何重新思

索、改造移工與長照政策，能夠永續發

展、並兼顧人權倫理，將是未來的重要

挑戰。最後，防疫的清消政治，確實仍

帶來烏雲邊的一絲金光，「同島一命」

的疾病共同體論述，在疫病的威脅下不

得不將移工納入公衛體制的有效治理，

這使臺灣社會有機會承認並反思，移工

作為必要勞動者，提供日常生活運作不

可或缺的穩固基礎，他們值得被看作、

接納為社會成員的一部分。

當期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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